
摘要：与现有文献多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宏观结构性因素出发研究劳动生产率增长

问题有所不同，本文基于 2015~2016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就管理效

率这一重要的微观因素对我国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进行了稳健地实

证检验。运用OLS、PSM和 IV等估计策略，本文研究发现：管理效率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具有

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管理效率每提升 10%，其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边际贡献约为 14.2%。

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与“低管理效率”分组企业相比，“高管理效率”分组企业在人力资本质

量、物质资本质量、产品质量竞争力、内部知识分享等方面表现更优，上述 4个因素是管理效

率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渠道。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提升劳动生产率具有重

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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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步丧

失，市场化改革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逐渐减弱，而长期大规模投资的边际收益也趋于递减。

随着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生产率增长尤其是劳动生产率增长，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实现持

续、稳健、中高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Wei et al.，2017；蔡昉，2013；Li et al.，2017；Brandt，
2016）。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经济现实是，尽管劳动生产率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近年来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却不断放缓。回顾过去 20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经历

了从迅速上升到逐渐下降的发展历程：1999~2007年间，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逐渐上升，这一

指标在 2007 年攀升至 14.6% 的历史峰

值；2007 年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

则总体呈现出逐年放缓的趋势，2015年

增速降至 7.4%，接近 20 年来的最低点

（图 1）。近 10年来，劳动生产率增速的

持续下降，反映了现阶段我国劳动生产

率增长的内生动能存在较大制约，这一

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上述背景下，我国如何通过提升

劳动生产率来应对经济转型压力、促进

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成为学术界长期关

管理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吗？*
——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

□程 虹

* 本 研 究 得 到 教 育 部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重 大 课 题 攻 关 项 目（15JZD023）、国 家 科 技 支 撑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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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6~2015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变化情况①

管理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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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针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因素、提升路径等问题，现有文献主要从人力资本、

技术进步等几个角度进行了讨论。从人力资本角

度出发，部分研究发现：在我国“人口红利”逐渐衰

减的背景下，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实现“人口红利”

向“人力资本红利”的转变，有利于促进我国劳动生

产率的持续提升。一方面，运用宏观统计数据，部

分文献的分析表明：随着我国劳动力部门间流动、

重新配置效应的边际收益递减，人力资本积累及其

质量升级对于单位有效劳动产出增长的边际贡献

正不断提高（蔡昉，2013；Li et al.，2017）。在此基础

上，促进现有劳动力群体的人力资本质量升级将对

我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部分文献则从微观个体样本出发，就人

力资本积累对现阶段我国微观个体劳动生产率增

长的边际效应进行了稳健地实证检验。研究表明，

选择单位小时工资作为衡量指标，以受教育程度为

代表的人力资本质量对于个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的

边际贡献约为 8%~9%（Zhu，2011；Li et al.，2012）。

这说明，以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认知能力对于劳动

生产率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不仅于此，较近

的微观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在控制个体受教育程

度、技能水平等认知能力因素后，以“大五”人格为

表征的非认知能力因素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

具有显著影响，并在大样本条件下稳健性地满足因

果推断的统计要求（程虹、李唐，2016）。除此以外，

从企业维度出发，部分研究还就人力资本质量升级

对于企业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进行了因果检验。

运用工具变量法（IV），李唐等（2016）发现：人力资

本质量升级对于现阶段我国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

长贡献约为 12.32%。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发现：无

论是从宏观时序性视角观察，还是从企业、劳动力

的微观视角进行分析，以劳动力认知能力提高、非

认知能力改善为代表的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均有利

于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是，上述文献从人力

资本视角出发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路径研究也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人力资本积累是一个长

期性的过程，而我国正面对着由劳动生产率增速逐

渐下滑所带来的短期挑战，长期性的人力资本积累

或难以满足短期内实现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迫切需

求；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对于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

用建立在“知识自动实现”的假设上，虽然现有研究

已经表明人力资本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具有正向相

关性，但同时也有研究发现：由于中介机制、影响渠

道的限制，人力资本积累未必能够“简单而必然”地

引致劳动生产率的提升（Syverson，2011），人力资本

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需要其他因素支撑。

除人力资本之外，现有文献还重点从技术进步

的角度研究了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问题。根据

宇泽定理，在稳态均衡条件下，长期技术进步的方

向是劳动节约和效率提升（Uzawa，1965）。在此基

础上，更多的经验证据也发现：技术进步是劳动生

产率提升的重要驱动力。一方面，现有文献发现：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与技术前沿面存在较大

差距，“后发优势”所引致的技术吸收、技术追赶对

于劳动生产率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Gerschen⁃
kron，1962）。运用企业微观数据，部分研究表明，

从技术引进、技术吸收等过程中获得的技术外溢效

应，对保持现阶段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具有

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何兴强等，2014）。另一方

面，从增长理论视角出发，由集聚效应所引致的技

术外溢与规模收益递增，也是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

率增长促进作用的重要源泉。以微观企业样本为

基础，部分实证研究发现：在产业集聚和大规模投

资的前提下，培训效应、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使得

技术前沿企业对同一产业和区域内其他企业的劳

动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当前，我国劳

动生产率增长之所以存在较大的下行压力，一个重

要的原因就在于产业集聚对于优化资源配置结构、

实现技术进步正外部性的推动作用并未得到有效

释放（赵永亮等，2014）。此外，根据比较优势的动

态演化理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前沿面

的快速收敛，与技术引进、技术吸收相比，自主研发

创新将更具比较优势。基于上述理论视角，部分实

证研究表明：除外生技术引进之外，自主创新对于

当前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从大样本、长时段的微观数据角度观察，技术

创新、技术引进、技术吸收均是我国劳动生产率提

升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之一（吴延兵，2008；唐未兵

等，2014）。然而，现有研究从技术进步视角出发研

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路径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

先，我国的经济发展已迈入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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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后发优势而获得的技术引进、技术吸收的空间

正逐渐缩小，技术追赶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边际收

益趋于缩小；其次，产业集聚依托于大规模的基础

设施投资和城市化进程，而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

城市化发展正处于中后期阶段，产业集聚对劳动生

产率增长虽仍能产生重要作用，但其边际收益也不

断下降。最后，虽然我国现阶段的自主创新已取得

重要进步，研发投入已达到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

但我国的创新质量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Fan et al.，2013）。因此，单纯通过研发创新推动

劳动生产率增长，有可能难以在短期内达到如现有

文献所预期的结果。

综上所述，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

发现：现有关于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问题的研究，

大多是从内生增长理论视角出发，就影响劳动生产

率增长的要素投入质量、技术进步等宏观结构性因

素所进行的分析，而对影响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微观

内部因素却关注不足。运用美国、印度和中国等国

家的企业微观数据，部分研究发现：在人力资本、技

术水平相同的前提下，美国制造业企业最高 10%分

位企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最低 10%企业分组的 2
倍之多，而对于印度、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而

言，上述生产率差距则高达 4~5 倍。并且，上述生

产率差异不能被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等因素所充分

解释（Syverson，2004；Syverson，2011）。上述研究表

明，现有关于劳动生产率影响因素、提升路径的研

究或难以回答如下疑问：在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

步等宏观结构性因素相同或相近的前提下，微观企

业之间为什么仍然会存在持续而显著的劳动生产

率差异？为此，为进一步研究现阶段我国劳动生产

率的增长问题，我们必须打破企业内部生产实践的

“黑箱”，围绕企业自身的资源配置、考核监督、绩效

激励等微观因素展开更为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从企业内部实践视角尤其是管

理特征出发研究生产率增长问题，已成为近年来经

济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热点。学者们逐渐认识

到：在企业内部生产实践过程中，管理特征的异质

性是造成不同企业在资源配置、考核监督、绩效激

励等微观层面存在较大差异的重要原因，而上述因

素则是影响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从

理论上，管理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

命题（Taylor，1911；Lucas，1978），不同企业之间物

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生产技术的配置组合之所以存

在显著差异，其重要的原因在于管理水平存在较大

差距，而后者正是企业进行资源配置的重要工具

（Acemoglu et al.，2013）。因此，从微观机理上分析，

管理是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近年来，

随着微观调查数据可获性的提高以及对劳动生产

率增长的微观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多文献发

现：企业管理特征和管理实践的差异，是造成企业

之间劳动生产率存在异质性的重要原因。一部分

学者研究发现，企业的管理团队特征对于创新绩

效、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Jones & Weinkerg，
2011；Acemoglu et al.，2013）。运用来自巴西、美国

等地的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另一部分学者

则以管理层开放性人格特征、管理层与企业创办者

年龄等作为代理变量，就管理层特征对于企业创新

质量、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影响效应进行了更为细

致的实证分析（Sarada & Tocoian，2013；Bertrand &
Schoar，2003）。上述研究发现，作为影响企业内部

组织实践的重要微观因素，管理对企业资源配置、

生产率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调

查指标的制约，上述文献并未对企业的管理特征进

行完整的关注，也并未实现对企业管理效率的全面

测度，而多采用管理层教育水平、年龄结构、人格特

征及其他自我评价类的高效能团队指标（High Per⁃
formance Workplace System，HPW）作为代理变量。

因此，上述研究仅能部分地反映企业管理效率对于

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而难以充分规避遗漏变

量、测度误差等问题对实证分析结果的潜在干扰。

为解决上述问题，以Bloom、Reenen为代表的学

者围绕企业管理效率测度、管理效率对劳动生产率

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等问题展开了长期的研究。

一方面，Bloom 和 Van Reenen（2007）创造性地设计

了能够对企业管理特征进行全面测度的管理效率

调查问卷（World Management Survey，简称 WMS 调

查）。WMS调查采用严格的随机抽样和双盲调查方

法，从目标规划（Targets）、绩效激励（Incentives）、考

核监督（Monitoring）和管理实施（Operation）等维度

全面地衡量了企业的管理效率状况，成功打破了企

业内部的“管理黑箱”，从而使管理效率对于企业劳

动生产率的严格经验分析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针

管理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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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管理效率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问题，

Bloom 等人还运用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以及墨

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大量的

开拓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管理效率对于劳动生

产率增长具有重要的因果效应，欧盟与美国的企业

劳动生产率之所以存在较大差异，发展中国家之所

以相较发达经济体在劳动生产率上存在重要短板，

管理效率是重要的解释因素（Bloom & Van Reenen，
2007；Bloom et al.，2013；Bloom et al.，2017）。此外，

Bloom等人还就管理效率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可能渠

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探索。结果发现，企业管

理效率提升能够通过促进企业产品质量升级而有

效推动劳动生产率增长。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

下，管理效率较高的企业，其产品质量缺陷显著偏

低 10% 左右，而劳动生产率则平均提升约 17%
（Bloom et al.，2013）。不仅于此，Bloom 认为，管理

是企业重要的资源配置工具，高管理效率的企业更

倾向于雇佣高技能水平的员工、引进更为先进的 IT
技术和生产设备，从而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产

生 重 要 的 促 进 效 应（Bender et al.，2018；Bloom，

2010a）。

尽管上述文献已从理论、实证两个角度就管理

效率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做出了

一些初步的探讨，但面对管理效率与我国企业劳动

生产率增长的现实问题，现有文献也存在一定程度

的不足。首先，由于一手调查数据的缺乏，对于中

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问题，现有文献仍在实证研究

上关注不够。Bloom、Van Reenen 等人有关管理效

率的现有研究，多运用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作

为研究对象，或部分关注到墨西哥、印度等经济总

量相对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企业的管理效

率状况及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未进行充

分研究。其次，如何应对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下

滑、实现生产率增长是一个亟待破解的现实问题，

而现有研究多仅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宏观结构

性因素角度进行探讨，而缺乏从企业管理效率这一

重要内部微观因素出发的政策解读。最后，管理效

率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影响渠道则需要更

为充分的实证检验。尽管现有文献已从产品质量、

高质量人力资本选择、引进 IT技术等角度进行了一

些初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解释，但上述研究发现仍

有待于通过更多大样本企业调查数据进行稳健性

检验。

为准确判断我国企业在转型升级关键期的真实

状况，同时弥补我国企业管理效率与劳动生产率增

长问题研究中高质量一手调查数据缺乏的短板，笔

者所在单位联合中国社科院、香港科技大学、清华

大学等知名科研机构于 2015年和 2016年连续两年

在广东和湖北进行了以随机分层抽样为基础的“中

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hina Employer-Em⁃
ployee Survey，简称 CEES），为上述问题的研究提供

了不可多得的数据库支持。首先，引入 Bloom、Re⁃
enen 等学者所设计的 WMS 调查规范量表，CEES 首

次大规模搜集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管理效率数据。

运用该调查数据，本文不仅可就管理效率对于企业

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稳健地因果推断，并可

将实证结果与基于美国、印度等国数据的已有文献

进行比较研究。其次，在管理效率指标基础上，

CEES 调查还匹配性地搜集了受访企业 2013~2015
年有关财务绩效、研发创新、生产销售、产品质量、

人力资本等不同维度的 500 余项调查指标的数据；

并以受访企业员工名录作为抽样库，按照中高层管

理人员 30%、一线员工 70% 的分层抽样原则，等距

抽取了 6~10名员工作为劳动力调查样本，调查内容

涵盖员工受教育程度、工资、年龄、性别、工作经验、

婚姻状况、工作历史、户籍状况、工作任务、人格特

征、所在城市、劳动力户籍等 300余项调查指标。匹

配调查的科学方法，保障了企业、劳动力在关键行

为特征、产出结果等方面的调查指标与管理效率指

标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自洽性，从而避免了现有研

究运用关联数据在因果效应推断上的缺陷。第三，

CEES调查以“第三次经济普查企业清单”（2013年）

作为抽样总体，选取我国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和东部

地区的广东省作为调查重点，在企业、员工的抽样

方法上严格遵循随机分层方法，这使得 CEES 调查

的样本分布具有较强的代表性。CEES调查最终从

26个地市（39个样本区县）中随机抽取了 1208家不

同规模、不同类型企业样本，并获得了 10887名员工

2013~2015连续 3年的有效信息。基于该调查数据，

本文的实证研究可较好地规避选择性偏误等问题对

于实证研究的潜在干扰。

综上，为充分利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

-- 83



查”（CEES）的数据优势，并就管理效率对我国企业

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进行全面地

实证分析。借鉴Bloom和Van Reenen（2007、2010b）
的研究思路，在充分考虑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宏

观结构性因素的前提下，就管理效率对我国企业的

劳动生产率提升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的主要

贡献在于：第一，从企业内部实践视角出发，选择管

理效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就管理效率对我国企业

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效应进行稳健地因果推断；

第二，以一手调查数据为基础，测算了管理效率对

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边际贡献，并就管理效率促进我

国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第

三，本文对如何促进我国现阶段劳动生产率持续增

长从管理效率视角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模型构

建，对管理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等重要变量的测度方

法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构建实证研究的基准模型

及因果效应识别策略；第三部分是数据描述性统

计，运用 CEES 调查数据就管理效率对于企业劳动

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初步地统计分析；第四部分

是实证检验，就管理效率对我国企业劳动生产率提

升的影响效应展开稳健地实证分析和因果效应检

验；第五部分则从物质资本质量、人力资本质量、产

品质量和知识分享等角度出发，就管理效率对企业

劳动生产率的可能影响渠道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模型构建

（一）指标选取

首先，本文参考 Bloom 和 Van Reenen（2007，
2017）等文献的做法，基于 CEES 调查数据构造企

业管理效率指标。参照世界管理效率标准量表

（WMS 调查）的规范做法。CEES 引入了该量表的

全部 16 个管理效率问项，具体而言包括企业管理

在目标规划（Targets）、绩效激励（Incentives）、考核

监督（Monitoring）和管理实施（Operations）4 个维度

的问题。每一个具体问项均为一个由低到高的客

观性选择指标，我们参考现有文献的通常做法，根

据调查者对各客观性选择问项的选择情况，每一

具体问题按管理执行程度由低到高进行 0~1 分的

等距赋值，并按照算术平均值将 16个问项合成 0~1
分的管理效率指标。考虑到管理本身是一个包含

多个维度的概念（Womack，Jones & Roos，1990），本

文重点关注的是企业总体管理效率这一整体指

标。因此，采用上述方法测算管理效率平均得分，

我们可将目标规划、绩效激励、考核监督和管理实

施等 4 个细分维度企业管理的具体状况综合反映

进来，从而避免由于存在遗漏变量、测度误差而对

实 证 研 究 结 论 的 潜 在 干 扰（Sarada & Tocoian，
2013；Bertrand & Schoar，2003）。采用 WMS 调查的

标准化量表 ，“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

（CEES）有效搜集了企业维度 2010 年、2015 年两年

的管理效率得分值，全部有效样本为 898 和 1084
家，分别占总调查样本的 74.3% 和 89.7%。表 1 给

出了管理效率分值各维度的统计定义及测度

方法。

其次，参照现有经济学文献对企业劳动生产率

的主流测算方法，本文采用微观企业层面的人均工

业增加值作为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代理变量。得益

于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科学方法，CEES 不仅

调查了企业管理效率、劳动生产率等关键的投入、

产出指标，更匹配性地搜集了本文所用的其他企业

维度名称

目标规划
（Targets）

绩效激励
（Incentives）

考核监督
（Monitoring）

管理实施
（Operations）

统计含义

企业管理过程中对于目标规划的设定与执行情况
（根据下列问项的评价选择进行 0-1分等距赋值，包括考核业绩指标个数、长期与短期生产计划的关注情况、生产计划完成的难易程
度、根据生产计划对一线员工和管理层职工绩效奖金的发放情况等 5个问项）

企业管理过程中对于一线和管理层员工的绩效激励力度
（根据下列问项的评价选择进行 0-1分等距赋值，包括一线员工与管理层获得业绩奖金比例、工作业绩与一线员工与管理层晋升的关
系等 4个问项）

企业管理过程中对于不同员工完成业绩情况的监督力度
（根据下列问项的评价选择进行 0-1分等距赋值，包括企业不同员工对生产计划的了解程度、未完成业绩一线员工和管理层职工多长
时间会被辞退、一线员工与管理层多长时间查看考核指标等 5个问项）

企业管理过程中对于高效率管理方法的推广程度
（根据下列问项的评价选择进行 0-1分等距赋值，包括企业对精益制造管理方法的推广程度、企业生产目标展示板的布置情况等 2个
问项）

表 1 企业管理效率得分的统计含义

注：基于Bloom和Van Reenen（2007）附表 I.A，根据“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WMS量表的相关问卷信息进行整理。

管理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吗？

经济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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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员工特征数据，从而为稳健地实证检验奠定

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二）基准回归模型设定

在对企业管理效率和劳动生产率进行准确测

度的基础上，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重点考察管理效

率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影响效应的估计策略。参照

现 有 文 献 的 模 型 设 定 思 路（Bloom & Reenen，
2017），我们可将企业管理作为一种重要的投入要

素和资源配置工具引入生产函数，具体而言，C-D
形式的新古典生产函数设定如下：

（1）
在上文（1）式中，Yijdt为工业增加值，Aijdt为技术

水平，Kijdt为企业期初的资本存量，Lit为劳动力投入，

Xit代表其他影响企业产出水平（Yijdt）的因素；Mijdt则

表示企业的管理特征，即本文运用 CEES 数据所测

算的管理效率得分指标。下标 i、j、d和 t分别表示

企业、行业、地区和时期。

为估计管理效率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

应，我们对上述生产函数进行对数化处理，并对（1）
式两边同时减去劳动力人数的自然对数值（log
（Lijdt）），从而将（1）式改写为用于实证分析的估计方

程（2）式：

（2）

其中，（2）式左边为企业人均工业增加值（Yijdt /

Lijdt）的自然对数值；（2）式右边除行业固定效应

（ξj）、地区固定效应（ξd）外，主要控制变量分别为人

均资产总额（Kijdt /Lijdt）、劳动力人数（Lijdt）、劳动力结

构（大学以上学历员工占比，Xijdt），除劳动力结构因

素外，其他控制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值。核心待估参

数为 δ，表示管理效率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结果，如果在实证过程中该参

数的估计值在至少 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为正，则

可推断：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管理效率对于

企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εijdt

是随机误差项。值得说明的是，综合考虑

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次序以及经济指标的

渐进独立性，本文运用受访企业 2015 年的

相关调查指标作为待估方程的观测变量，

就管理效率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

应进行横截性回归分析。基于上述方法，本文能够

在模型设定上规避逆向因果效应、遗漏变量偏误等

因素对参数估计值的潜在干扰，从而使基准回归得

到尽可能稳健的实证结果。

（三）因果效应检验

1. 倾 向 得 分 匹 配 回 归（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Regression）

运用上述基准计量模型，我们可就管理效率对

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相关性检验。然

而，从大样本、稳健性的因果推断角度出发，基准回

归的 OLS 识别策略仍面临诸多挑战。其关键原因

在于，由于不同企业个体在管理效率上的差异并非

完全随机分配，其有可能与企业规模、要素禀赋状

况等其他特征变量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因此，采用

基准回归的 OLS 估计方法，仍然难以有效剔除“选

择性偏误”对管理效率影响效应的干扰，从而难以

剥离管理效率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因果效

应。为此，考虑到基准计量模型的横截性估计特

征，并鉴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
在调查指标上的多元性，本文进一步引入倾向得分

匹配回归（PSM regression）方法，就管理效率对于企

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效应进行稳健地因果

推断。

具体而言，我们首先根据受访企业 2015年管理

效率得分是否大于或等于中位值，将全部企业样本

划分为“高管理效率”（M_high）、“低管理效率”

（M_low）两组。在此基础上，分别选择人均固定资

产净值、劳动力人数和研发人员占比作为“高管理

效率”企业与“低管理效率”企业的匹配变量，对全

部受访企业样本以劳动生产率（人均工业增加值）

作为产出变量进行 1:1的 k近邻匹配。在此基础上，

剔除找不到匹配对象的企业，最终分别得到 300 对

（共 600家）企业作为倾向得分匹配回归的子样本。

表 2报告了配对分组变量和企业维度匹配变量的统

计结果，表 3则进一步报告了 k近邻匹配（n=1）估计

Yijdt =Aijdt K α
ijdt Lβ

ijdt e
λXijdt eδMijdt

log(
Yijdt

Lijdt
) = α log(K ijdt

Lijdt
) +( β+ α-1 )log( Lijdt)

+λXijdt+ δMijdt+ ξj+ ξd+ εijdt

表 2 配对分组变量和匹配变量的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2015年高管理效率
（PSM配对）

人均固定资产净值

劳动力人数

研发人员占比

统计定义

基于 2015年管理效率指标进行K近邻
匹配（n=1）配对计算

2015年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净值（万元）

2015年劳动力人数（人）

2015年企业研发人员占比

Obs.
600
1075
1020
1054

Mean
0.5

20.59
591.73
0.06

Std.
0.5

37.31
916.94
0.09

Min
0

0.3
27
0

Max
1

625
3500
0.79

注：根据“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相关指标进行整理。由于篇幅限制，本处仅
报告了 2015年 PSM配对所用的匹配变量统计结果。

-- 85



的平衡性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到，采用 PSM配对

之后，“高管理效率”分组与“低管理效率”分组在企

业规模、研发人员占比等特征上的标准误绝对值减

少了 82.5%~90.1%。这表明，采用配对样本回归，可

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剔除企业规模、要素禀赋状况等

特征的组间差异，从而规避选择性偏误对管理效率

影响效应估计值的潜在干扰。

2.工具变量回归（IV Regression）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回归估计，本文可以在较大

程度上剔除选择性偏误对管理效率影响效应的估

计干扰。但是，由于 CEES 调查涵盖的问项指标毕

竟有限，回归模型中仍可能存在许多不可观测因素

难以得到有效控制，从而仍有可能遗漏同时影响管

理效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共时性变量，致使得计量模

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为进一步解决可能存在

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回归（IV Regres⁃
sion），通过寻找与企业管理效率得分相关但不与企

业劳动生产率存在直接影响的工具变量，运用两阶

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剔除逆向因果效应、遗漏变

量偏误对管理效率影响效应的估计干扰。

具体而言，参照 Fisman 和 Svensson（2007）对内

生性问题的处理思路，将内生解释变量企业管理效

率得分的行业—地区平均值作为自身的工具变量，

并通过第一阶段回归得到企业管理效率得分基于

工具变量的预测值。在此基础上，将企业管理效率

得分的预测值作为代理指标代入第二阶段回归，以

考察其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在满足

工具变量外生性、有效性的前提下，如果第二阶段

回归过程中，管理效率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效应在至少 10%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为正，则可推

断：管理效率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

因果效应。

此外，为了进一步研究管理效率对企业劳动生

产率的可能影响渠道，本文参照现有文献的实证研

究方法（Bloom et al.，2013；Bender et al.，2018），分

别以企业人力资本质量（全体员工平均受教育年

限、一线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物质资本质量（是

否引入机器人设备、是否购买进口中间品）、产品质

量（产品在主要销售地市场份额是否大于 10%、企

业是否出口）和知识分享（研发交流频次、质量改进

交流频次）作为被解释变量，就管理效率对于上述

变量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上述变量

均为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机制变量，如果回

归结果发现管理效率对于上述变量均具有显著为

正的影响效应，则可推断：管理效率有可能通过上

述影响渠道对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增进作用。最

后，表 4给出了上述影响渠道变量的统计结果。

三、统计分析

在进行实证检验之前，本部分拟从企业管理效

率视角出发，就其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

行统计分析。

首先，采用规范的管理效率量表，本文对于中

国企业管理效率的实证研究与现有文献基于美国、

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印度、墨西哥

等发展中国家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具

有相同的测度标准②。表 5给出了中国管理

效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应指标的比较结

果。我们发现：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

现阶段我国企业的管理效率显著偏低。根

表 3 倾向得分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符号

人均固定资产净值

劳动力人数

研发人员占比

样本

U
M
U
M
U
M

均值

试验组
22.11
22.11
726.92
726.92
0.08
0.08

对照组
16.44
27.95
299.92
652.24
0.05
0.06

标准偏误（％）

18.1
-18.6
52.6
9.2
17.8
-1.8

标准误绝对值
减少（％）

-2.9
82.5
90.1

T值

2.51
-2.13
7.15
1.16
2.46
-0.21

P值

1.32*
0.49*
2.70*
1.07
1.43*
0.58*

注：根据 2015 年企业是否属于“高管理效率”分组进行 1 比 1 的 k 近邻匹配。*、**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表 4 主要影响渠道变量的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全体员工受教育年限

一线员工受教育年限

出口状况

市场份额

研发知识分享

质量改进知识分享

智能化投资

进口中间品

统计定义

2015年全体员工受教育年限（年）

2015年全体员工受教育年限（年）

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否出口（0~1）
企业的产品市场份额是否大于 10%

企业研发每月交流频次

企业质量改进每周交流频次

企业是否引进机器人设备（0~1）
企业是否购买进口中间品（0~1）

Obs.
1046
1029
1113
1026
1206
1082
1121
1118

Mean
11.21
10.48
0.42
0.48
2.50
3.44
0.09
0.33

Std.
1.46
1.26
0.49
0.50
5.86
7.34
0.28
0.47

Min
9
9
0
0
0
0
0
0

Max
16
16
1
1
7
14
1
1

注：根据“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数据进行统计整理。

表 5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管理
效率得分的对比情况

国家和地区名称

中国

美国

印度

其他发达国家

其他发展中国家

管理效率得分

0.539
0.662
0.522
0.595
0.500

注：中国企业管理效率的平均得分情况，参见“中国企
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其他国家和地区企业管理
效率的平均得分情况，参见Bloom、Sadun和Reenen（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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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2015 年

我国企业管理效率得分仅为 0.539③，这一指标相较

管理效率得分最高的美国偏低约 19.6%，同样也远

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0.595）。这表明，作

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企业的管理效率仍有较大的提

升空间。另一方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

企业的管理效率得分则一定程度偏高。其得分不

仅略高于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0.522），也高出除

中国、印度以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管理效率平均值

（0.5）约 7.8%。这表明，随着中国经济迈入中上等

收入国家行列，其企业的管理效率也较其他发展中

国家具有一定优势。初步的统计分析表明，管理效

率与劳动生产率指标有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

关系，而这也得到了 2016年官方统计报告的印证④。

其次，统计分析表明，管理效率对于企业劳动

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表 6将全部受访

样本企业按 2015 年管理效率得分由低到高进行 5
分位分组，并统计不同分组样本劳动生产率（人均

工业增加值）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在不考虑其

他因素的前提下，随着企业管理效率的提升，其劳

动生产率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管理效率与劳

动生产率在统计层面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正相关

关系。对于管理效率最低的 20%企业分组而言，其

2013~2015 年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约为 11.8 万元；而

对于管理效率最高的 20%企业分组而言，上述指标

则为 18.3 万元，后者较前者高出 54.9%。

这表明，在不考虑要素禀赋、企业规模、

行业和地区异质性等因素的前提下，提

高企业管理效率或将有效推动劳动生产

率增长。

进一步的，为了分析不同管理效率

分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否存在显著差

异，我们按 2015 年管理效率得分是否大

于或等于中位值，将全部受访企业样本

划分为“高管理效率”、“低管理效率”两

组。结果表明，对于“高管理效率”分组

企业而言，其 2013~2015年的平均劳动生

产率约为 17.3 万元；而对于“低管理效

率”分组企业而言，上述指标则为 14.4万

元，前者较后者高出 20%。并且，我们运

用分组 T 检验分析了上述两组企业的劳

动生产率是否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结果发现，相

应 T 统计量为 2.9，其在至少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

绝不存在组间差异的原假设。这进一步表明，“高

管理效率”分组企业在劳动生产率上明显更高。

综上所述，本部分的统计分析表明：运用“中国

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管理效率对

于现阶段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或具有重要的

促进效应。最后，从基准计量模型的设定要求出发，

表7给出了基准回归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

据，本部分首先采用单方程的 OLS 估计方法，就管

理效率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稳健

地实证检验，待估方程为上文（2）式。

表 8 给出了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一方

面，横截性回归结果表明，以 2015 年企业管理效率

得分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其对于 2015年企业劳动生

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核心参数估计值（δ）均

在至少 10%显著性水平上统计为正。这表明，管理

效率对于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管理效率或是现阶段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

重要驱动力量之一。另一方面，基准回归的参数估

计结果表明，在逐渐引入人均资产总额、企业规模、

表 7 基准回归主要变量的统计结果

表 6 不同管理效率分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状况

企业分组

管理效率最低 20%分组

管理效率 21%~40%分组

管理效率 41%~60%分组

管理效率 61%~80%分组

管理效率最高 20%分组

高管理效率分组（大于等于中位值）

低管理效率分组（小于中位值）

Obs.
401
500
519
491
520

1,662
1,599

劳动生产率均值

11.80
16.56
15.46
16.93
18.28
17.33
14.44

Std.
18.32
23.16
19.95
21.56
21.44
21.33
20.80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
劳动生产率
解释变量

管理效率得分（2015）
工具变量

管理效率得分（2010）
控制变量

劳动力结构
劳动力人数

人均资产总额

统计定义

2015年企业人均工业增加值（万元）

2015年企业管理效率得分（0-1比值）

2010年企业管理效率得分（0-1比值）

2015年企业大学以上员工占比
2015年劳动力人数（人）

2015年企业人均资产总额（万元）

Obs.
873
1084
898
1054
1020
1075

Mean
18.31
0.54
0.54
0.02

591.73
20.59

Std.
45.28
0.16
0.10
0.07

916.94
37.31

Min
0.01
0

0.33
0
27

0.03

Max
676.07
0.95
0.71
1

3500
625

注：根据“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进行统计整理。

注：根据“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进行统计整理。对于不同管理效
率分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根据受访样本 2013~2015 年人均工业增加值（万元）求算术平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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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结构等因素之后，管理效率对于劳动生产率

的影响系数具有较强的经济显著性。表 8模型 4的

回归结果表明，在充分控制上述变量并考虑到行

业、地区固定效应的前提下，管理效率得分对于劳

动生产率对数值的影响系数仍为 1.421，其在 10%
显著性水平上统计为正。这表明，在其他因素充分

控制的前提下，管理效率得分从 0到 1每提高 10%，

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将提高 14.2%。考虑到 2015
年企业管理效率得分的标准差为 0.95，则上述参数

估计值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管理效率

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标准差，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平

均将提高 1.3倍（1.412×0.95）。

因此，表 8 的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基于“中国企

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管理效率是驱

动现阶段我国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

（二）因果效应检验估计结果

1.倾向得分匹配回归的估计结果

通过基准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本文发现：运

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管理

效率对于现阶段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具有

显著的边际贡献。然而，如前文所述，单方程 OLS
回归过程中，管理效率与劳动生产率两者之间有可

能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偏误问题。这是因为，不同微

观个体企业在管理效率上的差异有可能并非是完

全随机分配的，其或与某些企业特征如企业规模、

要素禀赋状况等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因此，采用基

准回归的 OLS 估计方法，仍难有效剔除“选择性偏

误”对管理效率影响效应的干扰，从而仅能给出相

关性检验的估计结果，而难以管理效率对于企业劳

动生产率提升的因果效应。为此，考虑到基准计量

模型的横截性估计特征，并鉴于“中国企业—劳动

力匹配调查”（CEES）在调查指标上的多元性，本部

分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回归（PSM regression）的估计

方法，就管理效率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影响

效应进行稳健地因果推断。相关匹配变量选择、配

对子样本构建方法均参照前文第二部分所给出的

具体思路。

表 9 给出了基于 1:1 近邻匹配（k 近邻匹配）所

构造的子样本企业的回归估计结果。我们发现，在

有效剔除企业规模、要素禀赋特征的组间差异之

后，与对照组企业相比（“低管理效率”分组），试验

组企业（“高管理效率”分组）在劳动生产率上仍显

著偏高，参数估计值均在至少 10%显著性水平上统

计为正。进一步地，表 9模型 4的回归结果表明，在

充分引入基准回归方程控制变量并考虑到行业、地

区固定效应的前提下，与“低管理效率”企业分组相

比，“高管理效率”分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偏高

23.3%。因此，倾向得分匹配回归估计结果表明，在

有效控制不同管理效率分组企业之间选择性偏误

的前提下，管理效率有可能是引致企业劳动生产率

提升的重要原因。上述估计结果基本满足因果推

断的统计要求。

2.工具变量回归的估计结果

如前文所述，在解决选择性偏误所引致的内生

性问题中，倾向得分匹配回归的估计方法有可能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由于 CEES 调查涵盖

的问项指标毕竟有限，回归模型中仍可能存在若干

难以得到有效控制的不可观测因素，从而仍有可能

表 8 管理效率与劳动生产率的OLS回归结果 表 9 管理效率与劳动生产率的OLS回归结果
（PSM配对子样本）

变量名

管理效率得分

人均资产总额（对数值）

劳动力人数（对数值）

劳动力结构（%）

行业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样本数量

R-squared

被解释变量
劳动生产率（2015年人均工业增加值对数值）

模型 1
3.782***

(6.11)

YES
YES
833

0.083

模型 2
2.550***

(3.72)
0.461***

(8.96)

YES
YES
815

0.173

模型 3
1.610**
(2.29)

0.468***
(9.28)

0.144***
(3.36)

YES
YES
815

0.182

模型 4
1.421*
(1.93)

0.460***
(8.63)

0.154***
(3.64)
0.496
(0.63)
YES
YES
787

0.178
注：括号内数值为基于稳健标准误（robust standard error）计算的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
著。

变量名

高管理效率分组
（1:1配对）

资本强度（对数值）

劳动力人数（对数值）

劳动力结构（%）

行业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样本数量
R-squared

被解释变量
劳动生产率（2015年人均工业增加值对数）

模型 1
0.449***

(3.12)

YES
YES
775

0.069

模型 2
0.397***

(3.25)
0.013***

(3.77)

YES
YES
775

0.099

模型 3
0.237*
(1.95)

0.014***
(3.91)
0.170
(0.80)

YES
YES
775

0.110

模型 4
0.233*
(1.93)

0.014***
(3.92)
0.168
(0.83)
0.835
(1.01)
YES
YES
775

0.111
注：括号内数值为基于稳健标准误（robust standard error）计算的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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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漏同时影响管理效率、劳动生产率的共时性变

量，致使计量模型无法完全消除内生性问题。因

此，为进一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

用工具变量回归（IV regresion），通过寻找与企业管

理效率得分相关、但不与企业劳动生产率存在直接

影响的工具变量，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
剔除逆向因果效应、遗漏变量偏误等问题对管理效

率影响效应的估计干扰。依前文所述，我们参照

Fisman 和 Svensson（2007）对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方

法，将内生解释变量自身的行业—地区平均值作为

企业管理效率得分的工具变量，并通过第一阶段回

归得到企业管理效率得分基于工具变量的预测值。

在此基础上，将企业管理效率得分的预测值作为代

理指标代入第二阶段回归，以考察其对于企业劳动

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表 10 报告了运用工具变量法所估计的管理效

率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即第二阶段回

归方程的估计结果。结果发现，在采用工具变量法

剔除逆向因果效应、遗漏变量偏误等内生性问题对

参数估计值的潜在干扰后，企业管理效率得分对于

劳动生产率仍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参数估计值均

在至少 5%显著性水平上统计为正。此外，Hansen J
检验和 F检验表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基本满

足外生性、有效性的计量理论假设，不存在过度识

别或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与倾向得分匹配回归

的估计结果相互印证，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表明：

从大概率上说，管理效率是现阶段我国提升劳动生

产率的重要途径，两者之间具有较为稳健的因果

关系。

五、解释和进一步分析

上一部分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管理效率对于

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具有稳健的正向效应；在充分解

决内生性问题对参数估计值的干扰后，我们发现：

管理效率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促进效应基

本满足因果推断的统计要求。然而，上述回归结果

仅表明管理效率是现阶段我国企业实现劳动生产

率增长的重要原因，却并未就管理效率对于企业劳

动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渠道、影响途径进行实证

解释。

为此，本部分参照现有文献的实证研究方法

（Bloom et al.，2013；Bender et al.，2018），选取人力

资本质量、物质资本质量、产品质量和知识分享等

角度，就管理效率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可能

影响渠道进行实证分析。根据现有文献研究，管理

效率提升不仅带来企业管理方法的改进，还将推动

所在企业生产要素质量、产品竞争力、内部知识分

享的一系列变化，而上述渠道或是管理效率促进企

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路径。因此，根据现有文

献的通常做法，并考虑到“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

调查”（CEES）的数据可得性，分别采用全体员工平

均受教育年限、一线员工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

质量的代理变量，并采用企业是否引入机器人设

备、企业是否购买进口中间品等指标作为物质资本

质量的代理变量。对于产品质量而言，采用企业产

品在主要销售地市场份额是否大于 10%、企业是否

出口两个虚拟变量作为测度指标。最后，采用企业

每月研发交流频次、每周质量改进交流频次这两个

指标作为内部知识分享的代理变量。由此，本部分

选取人力资本质量、物资资本质量、产品质量和知

识分享等角度，就管理效率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

响渠道进行实证解释。

表 11和表 12给出了不同管理效率分组企业在

上述指标方面的组间差异统计结果，表 13 和表 14
给出了管理效率得分对于企业上述 4个维度指标影

响效应的回归估计结果。具体而言，我们有如下 3
个方面的发现。

第一，管理效率提升将促进企业选择更高质量

表 10 管理效率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 IV回归结果
（第二阶段方程）

变量名

管理效率

人均资产总额（对数值）

劳动力人数（对数值）

劳动力结构（%）

行业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样本数量

R-squared
F检验

Hansen 检验

被解释变量
劳动生产率（2015年人均工业增加值对数值）

模型 1
31.75***

(3.96)

Yes
Yes
833

0.076
16.99***

Yes

模型 2
21.22**
(2.56)

0.311***
(9.06)

Yes
Yes
787

0.148
13.08***

Yes

模型 3
4.151***

(2.80)
0.440***

(8.83)
0.123**
(2.52)

Yes
Yes
787

0.158
14.82***

Yes

模型 4
3.410**
(2.50)

0.471***
(9.49)

0.0984**
(1.97)
0.620
(0.82)
Yes
Yes
787

0.169
10.94***

Yes
注：括号内数值为基于稳健标准误（robust standard error）计算的 Z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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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并通过改善要素禀赋状况

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表 13的估计结果表明，在基

准回归控制变量、行业和地区固定效应充分引入的

前提下，企业管理效率得分对于全体员工平均受教

育年限、一线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具有显著的正向

效应，上述估计结果均在至少 1% 显著性水平上满

足统计推断的要求。并且，对数—线性模型的参数

估计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企业管

理效率得分从 0到 1每提高 10%，全体员工、一线员

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分别增长 5.7%、1.4%。这表

明，管理效率提升将促进企业选择更高质量的人力

资本。此外，表 13的回归结果进一步发现，管理效

率提升不仅对人力资本质量具有正向的选择效应，

其也将促进企业选择机器人设备、进口中间品以改

善物质资本质量。在其他变量充分引入的前提下，

管理效率对上述两个指标的影响系数均在 1%显著

性水平上统计为正。因此，表 13的回归结果表明，

管理效率提升有可能通过促进企业改善自身的人

力资本、物质资本质量从而实现劳动生产率增长。

第二，管理效率将促进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

并通过提升产品质量竞争力而引致劳动生产率增

长。表 14的回归结果发现，无论是采用企业产品在

主要销售地市场份额是否大于 10%作为代理变量，

还是将企业产品是否出口作为衡量指标，管理效率

的影响效应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上统计为正。这表

明，管理效率能够帮助企业提升产品质量，获得更

强的产品质量竞争力。因此，回归结果表明，管理

效率提升有可能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质量竞争

力，进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第三，管理效率提升将促进企业的内部知识分

享，并通过改善企业的研发创新、质量改进方式进

而实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 14的回归结果表明，

在其他因素充分引入的前提下，管理效率对于企业

每月研发交流频次、每周质量改进交流频次均具有

注：根据“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进行统计整
理。对于不同管理效率分组企业，根据受访样本 2015 年的相关对应
指标求算术平均值。

表 11 不同管理效率分组企业的人力资本
与生产性固定资本质量状况

企业分组

1. 全体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

高管理效率分组（大于等于中位值）

低管理效率分组（小于中位值）

2. 一线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

高管理效率分组（大于等于中位值）

低管理效率分组（小于中位值）

3. 机器人设备引入的比例

高管理效率分组（大于等于中位值）

低管理效率分组（小于中位值）

4. 引入进口中间品的比例

高管理效率分组（大于等于中位值）

低管理效率分组（小于中位值）

Obs.

541
540

512
509

534
535

534
534

Mean

12.19
11.07

10.52
10.18

0.13
0.05

0.40
0.27

Std.

1.89
1.96

1.19
1.06

0.34
0.21

0.49
0.45

表 12 不同管理效率分组企业的
产品质量与知识分享状况

企业分组

1. 主要产品市场份额高于 10%的比例

高管理效率分组（大于等于中位值）

低管理效率分组（小于中位值）

2. 出口企业占比

高管理效率分组（大于等于中位值）

低管理效率分组（小于中位值）

3. 研发交流频次

高管理效率分组（大于等于中位值）

低管理效率分组（小于中位值）

4. 质量改进交流频次

高管理效率分组（大于等于中位值）

低管理效率分组（小于中位值）

Obs.

498
512

528
533

540
540

517
515

Mean

0.54
0.42

0.49
0.37

3.30
1.90

3.88
2.85

Std.

0.50
0.49

0.50
0.48

6.49
4.93

7.85
4.22

注：根据“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进行统计整
理。对于不同管理效率分组企业，根据受访样本 2015 年的相关对应
指标求算术平均值。

表 13 管理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渠道分析
（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质量）

表 14 管理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渠道分析
（产品质量与知识分享）

变量名

管理效率得分

其他控制变量

行业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样本数量

R-squared

人力资本质量

全体员工受教育
年限（对数值）

OLS
模型 1

0.566***
(9.95)
Yes
Yes
Yes
975

0.285

一线员工受教育
年限（对数值）

OLS
模型 2
0.14***
(3.63)
Yes
Yes
Yes
975

0.374

物质资本质量

引入机器
人设备

Probit
模型 3
0.49***
(2.48)
Yes
Yes
Yes
975

0.184

引入进口
中间品

Probit
模型 4
0.59***
(3.39)
Yes
Yes
Yes
975

0.130
注：OLS、Probit 回归的括号内数值分别为基于稳健标准误（robust

standard error）计算的 T 统计量和 Z 统计量对于 Probit 回归报告的系
数，均为基于边际调整（margins）所计算的边际概率。*、**、***分别
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

变量名

管理效率得分

其他控制变量

行业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样本数量

R-squared

产品质量

产品市场
份额较高

Probit
模型 1

0.612 ***
(3.28)
Yes
Yes
Yes
935

0.036

产品是
否出口

Probit
模型 2

0.552***
(3.17)
Yes
Yes
Yes
973

0.241

知识分享

研发交流频次
（对数值）

OLS
模型 3
1.213**
(2.21)
Yes
Yes
Yes
974

0.135

质量改进交流频次
（对数值）

OLS
模型 4
0.639*
(1.69)
Yes
Yes
Yes
950

0.078
注：OLS、Probit 回归的括号内数值分别为基于稳健标准误（robust

standard error）计算的 T 统计量和 Z 统计量对于 Probit 回归报告的系
数，均为基于边际调整（margins）所计算的边际概率。*、**、***分别
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

管理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吗？

经济社会调查

-- 90



《管理世界》(月刊)
2018年第 2期

显著的增进作用。这表明，对于管理效率更高的企

业而言，其内部知识分享更为顺畅。考虑到企业内

部知识分享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推动作

用，上述回归估计结果表明：除人力资本质量、物质

资本质量、产品质量竞争力等因素外，优化企业内

部的知识分享也是管理效率对劳动生产率增长产

生影响的重要渠道。

六、结论与建议

与现有文献多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宏观结

构性因素研究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问题有

所不同，本文选择管理效率这一古老而又全新的微

观视角，就管理效率对于微观个体劳动生产率的影

响效应进行了较为细致而全面地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

据，本文运用 OLS 估计、倾向得分匹配回归和工具

变量回归等识别策略，就管理效率对于企业劳动生

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稳健地因果推断。基准回

归结果表明，管理效率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具

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管

理效率每提高 1个单位标准差，我国企业的劳动生

产率平均将提高 1.3 倍。在剔除选择性偏误、逆向

因果效应、遗漏变量偏误所可能引致的内生性问题

后，倾向得分匹配回归、工具变量回归的估计结果

表明：与“低管理效率”企业分组相比，“高管理效

率”企业分组的劳动生产率指标显著偏高，管理效

率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增进效应在大样本条件下稳

健地满足因果推断的统计要求。因此，基于“中国

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本文发现：

除现有研究所关注的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因素

外，管理效率提升也是现阶段促进我国劳动生产率

长期、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进一步地，影响

渠道的估计结果表明：对于管理效率更高的企业而

言，其人力资本质量、物质资本质量、产品质量竞争

力和内部知识分享也普遍表现更好，而上述因素有

可能是管理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渠道。

基于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

第一，政府应充分认识到促进企业管理效率提

升对现阶段我国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宏观经济

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性，将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纳入

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现阶段我国供给侧改

革的核心是企业转型，而企业无论是要控制成本或

是提高产品质量，直至最终提升绩效，都离不开良

好的管理从中发挥作用。政府应明确管理效率提

升在企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供给侧改

革的政策引导，倒逼企业进行管理升级和管理

创新。

第二，国家要从激发管理升级的政策角度，设

计相关的产业政策体系，加强对企业的政策引导。

首先，运用政府采购、财政专项补贴等方式，引导、

鼓励企业家参加各类高质量管理培训，推动我国企

业家构筑现代化管理能力。其次，政府应加快推动

管理人才建设工程，吸引和培养一批具有卓越管理

能力的职业经理人队伍，弥补我国高质量管理人力

资本不足的短板。最后，通过政府引领设立面向企

业的管理咨询服务平台，推动我国管理咨询服务产

业的发展和市场化，充分发挥专业管理咨询在促进

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我国企业应加大对管理效率的投入，并

充分利用人力资本吸引、固定资产升级、产品质量

提升和知识分享优化四个重要渠道，发挥管理效率

提升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现阶段

我国企业整体的管理效率仍然偏低，应首先建立基

础性管理规范，并全面实施管理效率评价体系，强

调通过管理提升企业的内部要素配置效率。进一

步地，企业应以管理改善为基础，吸引高质量人才，

引入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设备，建立健全内部知识

分享机制，提升企业产品质量，并从上述 4个渠道充

分释放由管理升级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效应。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宏

观质量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责任编辑：尚增

健）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全国年度统计公报》。

② N. Bloom and J. V. Reenen，2007，“Measuring and Ex⁃
plaining Management Practices across Firms and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2，no 4，pp.1351~1408；N.
Bloom and J. V. Reenen，2010，“Why Do Management Practices
Differ across Firms and Countri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
tives，vol. 24，no 1，pp. 203~224；N. Bloom et al.，2013，“Does
Management Matter? Evidence From Indi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 128，no. 1，pp. 1~51.

③根据已有的Bloom et.al 针对全球 33个国家企业管理效

率指标的统计结果，中国企业管理效率得分排名暂列第 21位。

N. Bloom，R. Sadun and J. V. Reenen，“Management as a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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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logy?”NBER Working Paper，2015，pp.1~41.
④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

较快，提升空间较大》，《中国信息报》2016年 9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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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Management Improve Labor Productivity?

Cheng Hong

Different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from macro-structural factors
such as 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Employer-Employee Survey ”from
2015 to 2016, using the mainstream estimation methods such as OLS, PSM and IV,this paper conducts a solid empiri⁃
cal test on the impact of management efficiency on the lab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and discusses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nagement efficien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ausal effect on the labor productivity of enter⁃
prises and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enterprises to enhance labor productivity. The results of parameter estima⁃
tion show that for every 10% improvement in management efficiency, its marginal contribution to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is about 14.2%.The enterprises with high management efficiency can attract higher-quality staff will be easier to
introduce advanced equipment and imported intermediate goods, their knowledge sharing within the enterprise is more
smoothly, and they will have higher product quality. That is, management efficiency effectively improves labor produc⁃
tivity through the channels above.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improve labor productivity.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of Village Cadres in China:Quantitative Measure and Influence Factors

Wang Yahua and Shu Quanfeng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o explain the behavior of public sector employees, and has at⁃
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decision-making sectors and the scholars. However,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ated re⁃
searches mainly take the civil servants in the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ew literatures discuss
the public service motive(PSM) of the village cadres in the autonomous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fact, the village
cadres' PSM plays a key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public leadership and achieving good performance in the rural gover⁃
nance of China. This paper developed a questionnaire which is applicable for Chinese context based on the PSM scale
developed by James Perry, and selected three counties from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respectively to carry out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PSM for all the village cadres, and made a quantitative measur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o ex⁃
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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